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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國東部沿海居民很早就進行海上航行活動，并在一定程

度上打通了東部沿海各港口的交通航路，他們在進行海上民間

貿易往來的同時，也促進了東海絲綢之路的形成。隨著齊魯蠶

桑業的逐步興盛，海上絲綢貿易活動中心漸漸由南海北移，而海

州灣等天然良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也爲東海絲綢之路的繁盛提供

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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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與論争多從南海入手，部

分忽略或否定了東海絲綢之路較早形成的可能性。實際上，

我國東部沿海居民很早就進行海上民間貿易活動，在開闢沿

海交通航綫的同時，也爲東海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春秋以來齊魯蠶桑業的繁榮發展以及海州灣天然

的交通良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海絲綢之路的迅速

形成。



一、 早期東部沿海的航路交通———
東海絲綢之路的形成基礎

　 　 我國東部沿海居民在向海洋索取豐富食物的同時，也很早就

發明了桴、瓠、筏甚至獨木舟等海上航行工具。浙江沿海河姆渡

文化曾出土過 ７ ０００年前的木制船槳，這是新石器時代中國沿海

居民具備航海活動能力的有力證據。并且舟山群島也發現有屬

於河姆渡文化的遺址，説明因爲航海活動的開展，這些島嶼同大

陸已經有了密切的聯繫。可以説，“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沿海地

區，如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以至東南沿海一帶，已經開始内河與海

上的航運事業”。〔１〕雖然早期的航海還不能深入遠海，但正是沿海

岸綫的航行，使東南部沿海一帶居民很早就有了來往。劉明賢在

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時候指出：“東冶（福州）至交趾海上航綫又

應是源於新石器晚期的史前壯舉‘越人大遷徙’從山東沿東南海

岸航行經徐聞、合浦過交趾到東南亞的遠洋航綫中必不可少的海

上航綫之一……‘越人在無文字記載之前，在大遷移的過程中，早

就開闢了我國東南沿海至東南亞各地的遠洋航綫。’”〔２〕

從甲骨和鐘鼎上刻有的“舟”字來看，殷商時期中國已經出

現了較爲穩定的木板船。“殷墟遺址上出土過産于遠洋的鯨魚

胛骨，使人聯想到殷人已可能到海外遠航了”。〔３〕《史記·齊太

公世家》記載武王伐紂時候姜尚與諸侯盟誓曰：“蒼兕蒼兕，（索

隱曰：亦有本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

王充曰“蒼兕者，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

之。）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４〕表明商末各沿海諸侯

國已經將舟楫作爲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戰國時期，“處於長江

三角洲的吴國成了航海和造船的大國，當時航海由單純利用海

流漂航發展到開始使用風帆、櫓槳，憑藉季風通航”。〔５〕沿海各

諸侯國已經有了强大的海軍，并擅長水戰。《史記·吴太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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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曰“齊鮑氏弑齊悼公。吴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

上攻齊。齊人敗吴，吴王乃引兵歸”；〔６〕《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記載越國滅吴後，范蠡懼怕句踐忌其功高“乃裝其輕寶珠玉，自

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

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自謂陶朱公”；〔７〕《越絶書》記載“句

踐伐吴，霸關東，徙琅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

四歲”，〔８〕這些都説明了越國與齊國之間沿海航綫的通暢。

秦漢時期，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可以説有了質的飛躍。秦

始皇爲了求取仙藥，曾四次巡海，爲拓展東南沿海航綫作出了貢

獻，同時也刺激了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提高。漢武帝重視航

海活動，派嚴助等建立水軍，北起渤海，南迄今越南沿岸的海上

航綫都暢行無阻。漢武帝還于“昆明池”中建造高大的“樓船”，

“粤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

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９〕而《漢書·藝文志》也載有《海中

五星占驗》十二卷、《海中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

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

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等與航海有關的書

籍。〔１０〕説明了漢朝時期的航海不僅擁有了出色的航海技術，還

能够利用星象、日月等天文知識來計算日程、辨别方向。實際

上，東亞地區的海陸位置造成了典型的季風帶，使這一帶冬季主

要偏北風，利於使用風帆向南航行，而夏季主要偏南風，便於海

船向北航行。這樣沿海居民就能够利用季風的有利因素，往來

於南北各沿海地區。

二、 南海絲綢之路的發展———
東海絲綢之路的内在動力

　 　 “海外交通的基本動力是貿易”。〔１１〕在西域大月氏等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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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的情况下，爲了能够更好地進行貿易往來，天竺國、大秦國和

漢朝一起開闢了南海的貿易通道。《後漢書·天竺傳》：“和帝

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

從日南徼外來獻。”〔１２〕説明印度起先同漢朝的友好往來大多是

通過西域絲綢之路，後因西域反叛，陸路交通受阻，直到公元

１５９ 年，才改走海路到達漢境。《後漢書·大秦傳》記載大秦“與

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

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

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

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

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１３〕武帝時期原本經西域去大秦的陸

上絲路一度受大月氏和安息的阻撓，他們企圖壟斷中國絲綢的

中轉貿易，以便從中漁利，而中國和大秦之間的商貨往往要經過

印度海船轉運，這就迫使出産絲綢的中國和消費絲綢頗多的羅

馬努力開闢直接貿易的通道。爲突破此阻礙，漢武帝多次到沿

海巡視，最後派官員携帶絲綢、瓷器、黄金等商品，從合浦、徐聞

南入海，到印度東海岸進行貿易，打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東

段。〔１４〕大秦王安敦于東漢桓帝年間（公元 １６４ 年）遣使到達交趾

的日南，與東漢建立了聯繫，接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西段。而陳

高華等人認爲這段記載“可能是羅馬帝國的商人冒充使者，反

映了羅馬帝國的商人想直接同漢帝國進行貿易的願望”。〔１５〕姑

且不論事實如何，上述史料反映出早在漢代羅馬人在貿易厚利

的驅使下，已經通過海路到達南海。張緒山在研究羅馬帝國沿

海路向東方探索的時候指出，“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注意到了

印度與中國的貿易交往；公元二世紀，羅馬人的活動範圍擴展到

孟加拉灣東海岸地區和整個印支半島，并從海陸兩路到達中國，

同中國建立起了直接的貿易關係”。〔１６〕《厄立特里亞航海行記》

記載：“沿岸北上，一直到達一個具有一座名叫秦尼（Ｔｈｉｎａｉ）的

内陸大城市的地方。此地通過兩條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絲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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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絲綢。……至於人們沿海岸北上而到達的秦尼地區，它的名

字、方位和貿易特徵足可以使人看出系指中國，即一個與賽裏斯

地區的稱呼完全相同或相毗鄰的地區。”〔１７〕而生活在敘利亞一

帶的巴德薩納（Ｂａｒｄｅｓａｎｅ）記載：“賽裏斯人首先是居住在大地

盡頭的，他們擁有一整套法律，嚴禁兇殺、通奸、賣淫、盜竊和崇

拜偶像。在這一遼闊的國度内，既没有寺廟也没有偶像，既没有

妓女也没有通奸者，那裏從不會把盜賊傳庭公審，從來没有人記

起那裏曾有人被謀殺死。”〔１８〕

由此來看，公元二世紀的時候，由於古羅馬人的努力向東

方探索和歐洲人的遠洋航行，南海絲路已經基本形成。除了

外部因素以外，中國南海地區的早期人員構成也是南海絲路

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爲“秦始皇在南征嶺南的過程中，把

大量的戰國商人和戰國商人子孫作爲‘七科謫’的對象，謫戍

至商品經濟極度落後的嶺南地區”，〔１９〕正是他們努力地與西

方人進行貨物貿易，才直接促進了漢初“海上絲綢之路”的萌

芽和發展。可以説南海絲路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而是經過了“由初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先進”的這樣一個發展

過程。〔２０〕

絲綢之路的開闢是與絲綢的紡織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當南

海絲綢之路相對發展并興盛起來的時候，僅是東南一帶的絲綢

供貨不能完全滿足貨商的需求。商周時期蠶桑業已經頗爲興盛

的齊魯大地成爲了外來貨商最重要的絲綢貿易選擇地之一，他

們緣海路北上，經福建、浙江到達江蘇東北部的海州灣。這裏正

是中國幾個蠶桑業頗爲興盛地區的最近的海路交界處，也是齊

魯大地的東南端，更是向西直達咸陽的官道最東端，成爲外來絲

綢貿易商人的首選海灣之一。南海絲綢之路的興盛，成爲東南

沿海絲綢之路形成的内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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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漢代以前東部沿海居民的民間貿易
活動———東海絲綢之路的貿易伊始

　 　 恩格斯説：“出現了直接以交换爲目的的生産，即商品生

産。隨之而來的是貿易，不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境界的貿易，而

且海外貿易也有了。”〔２１〕

西漢時期，社會逐漸安定，生産發展，商貿活動頻繁。當時

北自渤海、黄海，南至東海、南海都有商船航行，海外貨物已經源

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海外貿易的範圍已日趨擴大。據《漢書·

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

黄金雜繒而往”。〔２２〕１９７８ 年合浦縣北插江鹽堆 １ 號墓（西漢）出

土了金串球手鏈，１９９６ 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鑑定

該器，認爲其造型風格是印度的，應從印度傳入。２０ 世紀 ７０ 年

代初至 ８０ 年代末，合浦地區還相繼出土了緑色玻璃璧、玻璃珠、

玻璃龜形器、淡緑色玻璃杯、淡藍色玻璃杯、金餅、龍首金帶鈎，

以及瑪瑙、水晶飾品、外國貨幣等。〔２３〕

也有學者認爲我國的對外貿易應該早於漢代。如楊文衡在

研究絲綢之路始發港的時候指出，“我國對外貿易要比《漢書》

記載的早，因爲只有民間的海外貿易大量出現之後，朝廷才會派

出譯使萬里遠航”；〔２４〕陳炎也認爲西南絲路是與海上絲路相銜

接的，早於張騫開通的西北絲路幾個世紀；〔２５〕傅舉有通過《逸周

書》中關於“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裏、百濮、九菌，請令以珠

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的記載，認爲“這些

貨物，都是中國所缺少的，是西甌人通過合浦港從海外貿易所

得”，因而《漢書》中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并不是始自漢

代；〔２６〕劉迎勝則認爲“１９８３ 年發掘了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南越

國第二代王文帝趙昧墓，其西耳室中有大象牙 ５ 枚……應該是

非洲象牙……説明，很可能先秦時代，中國與印度洋西部地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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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就有直接或間接的接觸”；〔２７〕莫克基（Ｒ． Ｍｏｏｋｅｒｊｉ）在《印度

航業史》中談到：“有證據可使吾人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紀，

印度與巴比倫有海上通商之事，尤以前第六世紀爲盛……同時，

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２８〕而公元前 ５ 世紀左右，“中

國的絲織品已經通過各種運輸管道遠銷地中海東岸。古希臘歷

史學家希羅多德（約公元前 ４８４ 年—前 ４２５ 年）在《歷史：希臘

波斯戰争史》一書中，把中國稱爲‘賽裏斯’（Ｓｅｒｅｓ），意爲産絲之

國；公元前四世紀，印度孔雀王朝一個官員所著的《考鐵利亞》

（Ｋａｕｔｉｌｉｙａ）一書中，有中國絲貨販至印度的説法”。〔２９〕曾昭璿認

爲，公元前 ４２５ 年前後，中東巴比倫人曾記載到達南海，這和希

臘記載中國絲綢在此時由海路輸入相符。〔３０〕

筆者贊同以上關於海外貿易早於漢的説法，但同時要指出

的是，早期的海上貿易應該是來自民間海商，而非官方的正式貿

易，因爲民間海商的往來往往比官方貿易更早、更頻繁。而“官

方海上絲綢貿易應該起始於西漢後期，也即公元前 １１１ 年到公

元前 １ 年的 １１０ 年之間”，〔３１〕“在西漢政府派遣貿易使團下海之

前，中國顯然已經有許多民間海商航行於南海至印度洋的航綫，

并積累了有關這條航綫的航海知識和經驗，否則，西漢王朝是不

會盲目冒險派使團出海貿易的”。〔３２〕但在航海還主要依靠季風

和海流方向的早期，這種民間的海商貿易地點也往往帶有隨意

性，中國沿海各海港地區都有可能成爲商貿集散地，尤其是産絲

地區。

四、 海州灣等天然良港的特殊地理位置
———東海絲綢之路的先决條件

　 　 海州灣是我國黄海海岸中部的一個開敞海灣，七千年前覆

蓋在亞洲東北部的巨大冰川開始融化，海州地區的海平面迅速

上升，山脉多没於海水中，直至清代康熙五十年前後，山脉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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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相連。海州灣自古就是中國内外交通及南北交通的海上門

户，秦及西漢時期，史書稱這裏爲“朐”、“朐縣”，秦始皇設立“東

門闕”即在朐港。這裏是海風較弱的天然避風港。秦時的朐港

已具有溝通九州、直達關中廣闊腹地的功能。到了西漢時期，朐

港已可直接與越南、緬甸、印度、斯里蘭卡交通，成爲南北交通的

海上重要樞紐。漢末乘船由南海來華傳教的佛教徒們常常會因

爲風向或海流的原因漂流至風較弱的中部海灣避風港，即使到

了唐代，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從日本遣唐使

來華到歸國，海船因爲大風共有三次被迫飄到海州境内。荷蘭

學者許理和在研究佛教傳入中國時有這樣一段論述：

大約公元 １ 世紀中期，佛教已經滲入淮北地區、河南東

部、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我們容易解釋帝國這一區域存

在外來群體：這個區域最重要的城市彭城是一個繁華的商

業中心；它實際上坐落於横跨大陸的絲綢之路從洛陽向東

延伸至東南地區的大路上，而外國人習慣于從西路通過絲

綢之路進入中國。此外，在西北方向它與山東南部琅琊相

連，在東南與吴郡、會稽相連，這些都是海上貿易中心，它們

經由番禺與印度支那和馬來西亞的海港連接。我們不能排

除佛教同樣沿這條路綫傳入的可能性。〔３３〕

許氏所指出的彭城商業中心包括東部的海州，因爲真正能通過

海港與琅琊、吴郡和會稽相連的彭城地區只有東部的海州朐港。

１９８３ 年，海州花果山地區曾一次性出土過漢文帝時期窖藏的四

銖半兩錢約 ８８ 市斤、１４ ６６０ 多枚，可見當時海州朐港曾是一個

繁忙的貿易集散地。但許氏也認同彭城地區的佛教從洛陽傳

入，對此筆者不是很贊同。佛教通過西北絲路傳入河南，再由河

南傳入江蘇，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况且《後漢書·西域傳》中

没有關於西域佛教的任何記載。因此只能説彭城地區後來的部

分佛教可能從洛陽傳入，但早期的佛教只能如其所説，通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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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中心傳入，而這些貿易中心的中轉站即海州朐港。朐港現

今名爲連雲港，已經成爲了新亞歐大陸橋東橋頭堡上的一座重

要港口，在中國億噸大港吞吐量名單上排名前十五，目前 ３０ 萬

噸級碼頭、航道等大規模基礎建設正在展開。

２０ 世紀八九十年代至 ２１ 世紀初，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争

論可謂盛極一時。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海上絲綢之路所涉

及的範圍以及這條絲路的起止時間等問題。〔３４〕大部分學者都承

認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長期存在過的東西方海上貿易之

路，興起於西漢後期而興盛于唐代中期，所涉及的範圍主要以南

海爲主，而從山東沿海港口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多認爲是東北

海絲路，主要貿易對象是朝、日、韓等國。

筆者以爲還有一點需要指明，從南海出發，沿東海北上至黄

海甚至渤海灣一帶的海岸綫是暢通的，海外商人在南海絲綢供

應不足的情况下最有可能沿海北上，直接從絲綢出産地購買商

品。按趙春晨對“海上絲綢之路”内涵的界定，〔３５〕應該説，這也

是一條絲綢之路。當然，隨著中國瓷器製作工藝的漸趨成熟，絲

路也可能成爲瓷器之路，〔３６〕但這條海路一直是暢通的。

海上絲綢之路争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與陸路絲綢之路相

比，誰先誰後。這一焦點的争論頗有分歧，主要觀點有三種：

（一）同時發生：曲鴻亮認爲陸、海兩條絲路差不多是同時産生

的；〔３７〕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陳炎認爲絲綢在公元前就分陸海兩

路同時外傳。〔３８〕（二）海上絲綢之路晚起：王元林認爲“受海上

自然環境與造船、航海水平的影響，海上絲路的航綫不斷延

伸……最終以海上絲路成爲聯繫中外的主旋律”；〔３９〕而李成林

則認爲，雖然漢代以前南海古航綫已經存在，但直到“黄門”譯

長和“應募者”這批大航海家才破天荒第一次航行了古航綫的

全程。〔４０〕（三）海上絲綢之路早起：曾昭璿等認爲，以廣州爲起

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于先秦時期成立，秦代興起；〔４１〕而劉明金認

爲官方海上絲綢貿易應該起始於西漢後期，但在官方貿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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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貿易就早已開始。〔４２〕

筆者以爲絲綢的外傳可能有多條途徑，不同歷史時期下受

不同外部條件的限制，絲綢之路或以陸路爲主，或以海路爲主。

但總的來説，絲綢之路的官方貿易記載應該比實際的民間貿易

要晚很多，只有民間貿易受到統治者重視的時候，官方貿易才可

能開始。而早期的民間絲綢貿易多以海路爲主，尤其是漢代以

前，沿海各國對海路的管理不嚴格，貿易商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

的麻煩，甚至逃掉税收。并且一旦遇到某一國家的阻撓，往往可

以繞過這片海域而直接駛向目的地。而陸路則往往設有很多關

卡，必須穿過一個國家的領土才能到達另外一個國家。前文提

過的大秦國和天竺國就是爲了避免安息和大月氏的阻撓，直接

從海路到達漢朝的。再有，與陸路使用的車、馬等交通工具相

比，海船不僅載貨量大，還可以利用海流和季風的動力，减少許

多人力物力，節省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因爲商人的對外貿易主要

是以經濟爲目的，不像張騫通西域主要是爲了政治外交，所以更

多的早期海外貿易商人更願意從海路來華貿易。

漢武帝以前，洛陽至南方沿海的陸路交通不方便，多崇山峻

嶺，靠車馬等運輸工具不可行。但從南海繞道東海直接北上，至

黄海灣北部即可到達出産絲綢的中心地區，海州灣的兩處天然

良港琅琊港和朐港自然成爲海外商人來華貿易的最佳之所。况

且，從海州灣朐港登岸，有秦朝時期留下來的官道，可直接通達

洛陽等地，因此朐港顯得格外的重要，它處在兩大産絲中心的交

界處，向北可以到達山東臨淄，向西可以到達河南洛陽，是海外

客商取道來華的最重要港口之一。

五、 齊魯蠶桑業的發展———東海
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養蠶和紡織絲綢的國家，海外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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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珍珠瑪瑙等寶物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對象也是絲織品。除了張

騫開闢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以外，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南經中

國南海，進入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等許多國家，這

條航海綫可以稱之爲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由於南海、東海、

渤海海岸綫的通暢，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往往延伸到東北沿海的

渤海灣地區。因爲中國早期的絲綢紡織中心除了四川、河南以

外，更重要的是戰國時期齊國的領地臨淄（今屬山東）及周邊地

區。華德公參照世界上桑樹的分布，通過對馴養家蠶和利用蠶

絲的分析研究，認爲“居住在泰山周圍的東夷人及其傳説中的

首領太皞氏（伏羲）、少皞氏是最早利用蠶絲和馴養家蠶

的”；〔４３〕陳炎指出：“我國養蠶織綢的技術，以山東半島最早，也

最爲著名。”〔４４〕并且日本人世代視徐福爲“蠶桑”之神，研究也

證實了徐福入海的最後起航地是秦時琅琊郡朐港；〔４５〕朱亞非也

説：“自春秋戰國以來，山東地區特别是以臨淄爲中心的齊地紡

織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爲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提供了保

證”。〔４６〕爲了避免陸路可能遇到的各種阻礙，許多海外客商非常

有可能沿著海岸逐步北上，穿過東海，到達黄海北部海灣或直至

渤海南部海灣進行貨物貿易。

《漢書·地理志》記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

禮義，田蠶織作。”〔４７〕周代，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綢紡織業逐漸發

展：西周青銅器上鑄有 ５ 個奴隸可换“匹馬束絲”的銘文；〔４８〕

“太公望封于營丘（今臨淄），地澙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

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４９〕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在管子

的鼓勵下，大力發展養蠶業，“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

子對曰：‘……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

直食八石’”；〔５０〕越王句踐爲了復國，更是吸取絲織業發達的齊

國的經驗，號召全國大力發展蠶絲業，并“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５１〕這些都直接刺激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絲織業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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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爲沿海中北部地方的絲業的發達，織出美麗迷人的絲織

品，才引得許多購買絲綢的海外商人不惜多行海程，直接到絲綢

盛産地挑選最美的商品，以獲得更多的利潤。

（作者：連雲港師專副教授、揚州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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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等等。相關論文可參看袁鐘仁《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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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地區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陳炎《古代浙江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兼

論浙江歷代的海外絲綢貿易》，載《商業經濟與管理》，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黄天

柱《古泉州港與海上絲路的關係》，載《浙江絲綢工學院學報》，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涂裕春《古絲綢之路與各民族的融合》，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

科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黄啓臣《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發祥地》，載

《廣東蠶業》，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鄧家倍、任建芬《廣州不是中國漢代海上絲綢

之路始發港》，載《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鄧端本《廣州外

貿淵源及早期發展》，載《學術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覃主元《漢代合浦港在

南海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載《社會科學戰綫》，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梁旭達、鄧蘭《漢代合浦郡與海上絲綢之路》，載《廣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周家幹《合浦乾體古港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探源》，載《廣西地

方誌》，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郝新建《連雲港市的“前世今生”———無法割斷的海

洋文化淵源》，載《海洋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楊萬秀《論廣州港在海上“絲

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載《學術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閆曉青《南海神

廟———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迹》，載《南方文物》，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趙焕庭《番禺是華南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港》，載《地理科學》，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朱龍、董韶華《登州港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載《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韓湖初、楊士弘《關於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

路”最早始發港研究述評》，載《地理科學》，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等等。

〔３５〕　 趙春晨《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概念及其歷史下限的思考》一文認爲“海上絲

綢之路”“是以絲綢貿易爲象徵的、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的、中外之間的海上

交通綫及與之相伴隨的經濟貿易關係”，載《學術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７ 期。

〔３６〕　 王建輝《“海上絲綢之路”應稱爲“瓷器之路”》，載《求索》，１９８４ 年第 ６ 期。

〔３７〕　 曲鴻亮《論絲綢之路的雙向發展》，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泉州三周年“海

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第一册

《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頁 ２１５。

〔３８〕　 陳炎《東海絲綢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載《史學月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３９〕　 王元林《淺議地理環境對北方、南方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的影響》，載《新疆

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４０〕　 李成林《公元前後的中西古航綫試探》，載《學術月刊》，１９８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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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曾昭璿、曾新、曾憲珊《論中國古代以廣州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發

展》，載《歷史地理論叢》，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４３〕　 華德公《從史籍看東夷人最早利用蠶絲和馴養家蠶》，載《浙江絲綢工學院學

報》，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

〔４６〕　 朱亞非《山東早期的紡織業與北方海上絲綢之路》，載《管子學刊》，１９９３ 年

第 １ 期。

〔５０〕　 《管子》（據 １９３７ 年宋哲元影明萬曆間淩汝亨刻本，朱黑兩色套印本）（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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